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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前一体化“聚落群团”崛起的历史意义 
 

中国考古，特别是一批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的发现表明（图 1），自有人类以来，人类

社会就是与生俱来的自然的血缘社会，就存在以血缘为纽带的组织及其组织形态。其中，聚

氏族而居的地点和场所就是聚落；以单个聚落为单位构成的组织就是“聚落群”，相当于部

落；以聚落群为单位构成的组织就是“聚落群团”，相当于部落联盟 1。其中，有二种类型，

一种是早期的“松散型聚落群团”， 相当于摩尔根记述的美洲印第安人的临时性部落联盟 2；

另一种是晚期的“一体化聚落群团”， 相当于摩尔根记述的美洲印第安人的永久性性部落联

盟 3。 

距今 5千年前后，中国晚期的一体化聚落群团开始崛起，并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 

一、史前一体化“聚落群团”的发现与相关特点 

距今 8千年以前，所有的聚落群团都属于早期类型。一方面，它虽然是血缘组织但还不

是以生产资料集体所有为基础的生产生活的实体组织；另一方面，组织成员之间的关系也多

独立与平等；再一方面，组织状态松散，聚落之间、聚落群之间空间距离都较大。因此，这

种聚落群团可称为“松散型聚落群团”。旧石器时代早期河北阳原泥河湾盆地大田洼台地群

团、安徽皖东南水阳江流域宣城与宁国群团即是（图 1）。       

此外，民族学资料显示这类群团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即临时性，如美洲印第安人，“亲

属部落间的联盟，常因暂时的紧急需要而结成，随着这一需要的消失即告解散”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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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今 8—6 千年，新石器时代中期晚段与晚期早段。为了应对人地关系紧张而导致的社

会矛盾的激化，文明起源了，社会的一体化由此起步。由于当时只有聚落群是实体组织，所

 
1 裴安平：《中国史前聚落群聚形态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4 年,第 68-111 页。  
2 摩尔根：《古代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年，第 120 页。 
3 摩尔根：《古代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年，第 121 页。 
4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4 年，  
第 89 页。 

 

图 1：河北阳原泥河湾大田洼台地（1）与安徽皖东南水阳江流域（2）旧石器早期遗址分布图 

（1 引自谢飞等《泥河湾旧石器文化》；2 引自房迎三《水阳江旧石器地点群埋藏学的初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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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社会的一体化首先从聚落群开始。从此，一方面实力成为了血缘组织内部新型的组织基础；

另一方面组织成员之间等级地位明显分化，出现了核心聚落和从属聚落；再一方面，超越以

往的血缘辈分，出现了基于实力的统一领导和管理模式。河南新郑唐户裴里岗文化多聚落遗

址 5就是这种变化的代表，其中核心聚落就住在环壕里面，从属聚落就都住在环壕外面。 

距今 5—4.5 千年，新石器晚期中段。由于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聚落组织大型化一体

化掀起了高潮，以往从未有过的永久性一体化聚落群团从此崛起，湖北京山屈家岭、天门石

家河、山东日照尧王城、安徽蒙城尉迟寺所在就是典型代表（图 2）。 

湖北京山屈家岭 6，屈家岭文化一体化聚落群团所在地，总面积 236 万平方米，共 11

个遗址（图 2，1），组织结构明显可见二级。位于环濠中间的一级是群团的核心聚落群部分，

70 万平方米，一共三个聚落，分别是屈家岭、钟家岭、冢子坝。位于环濠以外的就是第二

级，都是从属聚落群， 

湖北天门石家河 7，屈家岭文化一体化聚落群团所在地，总面积约 600万平方米，共 18

个聚落（图 2，2），组织结构明显可见三级。第一级，内城，为整个群团核心聚落群的核心

聚落谭家岭所在，面积 26万平方米。第二级，大城，120万平方米，为群团核心聚落群其

他成员的所在地，分别有三房湾、邓家湾、蓄树岭三个聚落。第三级，环绕在城外，都是群

团内其它的普通聚落群。 

 

 

 

 

 

 

 

 

 

 

 

 

 

 

 

 

 

 

 

 

 

 

 

 

 

 
5 张松林：《郑州市聚落考古的实践与思考》，《中国聚落考古的理论与实践》，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年第 199 页。 

6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京山屈家岭遗址群 2007 年调查报告》，武汉：《江汉考古》，2008  
年，第 2 期。 

7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洪山南麓史前聚落调查--以石家河为中心》，武汉：《江汉考古》，2009  
年，第 1 期；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苗与南土》，武汉：江汉考古编辑部，2016 年，第 21 页。 

 

图 2：各地史前晚期中段一体化聚落群团聚落遗址分布图 

（1 引自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京山屈家岭遗址群 2007 年调查报告》：2 引自湖北省文物考古研

究所《大洪山南麓史前聚落调查—以石家河为中心》；3 引自梁中合《日照尧王城遗址的新发现、新收获

与新认识》；4 引自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皖北大汶口文化晚期聚落遗址群的初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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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日照尧王城，大汶口文化晚期一体化聚落群团所在地，总面积 400万平方米（图 2，

3）8。虽然在这个范围内具体有多少聚落至今尚不清楚，但其整体组织结构却非常清晰，明

显可见四级。第一级，小城，即内城，20万平方米；第二级，大城，即外城，56万平方米；

第三级，大城外西北的小环壕区域，30 万平方米；第四级，位于大环壕以内的所有其它区

域。 

    安徽蒙城尉迟寺，大汶口文化晚期一体化聚落群团所在地（图 2，4）9。组织结构可见

三级。第一级，环濠聚落，濠沟以内约 5万平方米。发掘表明，这是一处只居住了一个核心

聚落的单聚落遗址。第二级，核心聚落群的其他成员，都住在环濠外面。濠沟西北，即“未

发掘Ⅰ区”，约 2万平方米；濠沟东南，即“未发掘Ⅱ区”，约 1万平方米；经过“钻探与挖

探沟实测”，它们都属于居住类遗址。第三级，其它附近的聚落群，调查表明至少还有二群。 

与以往“松散型聚落群团”和“一体化聚落群”相比，已有的发现表明，新型的“一体

化聚落群团”具有六个方面鲜明的时代特点。 

第一，一体化的组织级别和规模又上了新台阶。 

仅就聚落的数量及组织规模而言，与以往相比，新出现的一体化聚落群团并没有明显的

增加与扩大，如新出现的湖北屈家岭、石家河群团，就分别只有 11、18个聚落（图 2，1、

2），而旧石器早期安徽水阳江流域的宣城群团就已有 18 个聚落（图 1，2），河北泥河湾盆

地大田洼台地群团则有 9个聚落（图 1，1）。 

但是，历史变化的关键并不在于具体的聚落数量与规模，而是被一体化了的组织级别、

规模和遗址数量。 

距今 8千年，历史上第一代一体化聚落组织出现了，由于只涉及聚落群，所以一体化的

规模一般也只涉及 3—5 个聚落。距今 5 千年左右，新出现一体化聚落群团，由于是以聚落

群为组织单位，所以一方面它说明人类一体化的组织级别升级了，另一方面又说明一体化的

组织规模也上了新台阶，从此也就常见以往不见的 10—20 个聚落紧密抱团相聚的群聚现象

（图 2）。 

第二，一体化组织覆盖的空间范围明显缩小了。 

    由于地广人稀，聚落与聚落群组织成员之间社会地位都独立平等，所以距今 5千年以前

聚落群团覆盖的地域范围都相当广阔，如旧石器时代安徽水阳江流域宣城群团的覆盖面积就

接近 100平方公里（图 1，1），宁国群团就接近 50 平方公里（图 1，2）。但是，聚落群团一

体化以后，以往松散的组织模式被彻底改变了，所有的聚落群均历史性地近距离，如安徽蒙

城尉迟寺群团；或超近距离，如湖北京山屈家岭、天门石家河群团；或零距离，如山东日照

尧王城群团，抱团相聚。因此，湖北京山屈家岭聚落群团，11 个聚落才 236 万平方米，即

2.36平方公里；天门石家河聚落群团，18 个聚落才 600万平方米，即 6平方公里。安徽蒙

城尉迟寺所在一体化聚落群团，虽然各聚落群并未超近距离的环绕在核心的周围，但其内部

聚落、聚落群之间的分布密度仍明显超过了周边其它聚落组织（图 2，4）。 

第三，聚落群开始成为了聚落组织的核心。 

距今 8—5 千年期间，由于崛起的都是一体化的聚落群，所以它只有一级组织核心，即

单个的核心聚落。正因此，当时所有的城址、环壕（濠）遗址都属于单聚落遗址 10。但是，

距今 5千年左右，随着一体化聚落群团的崛起，群团内的核心都升级成了聚落群。这是一个

历史性的变化，它不仅导致核心的组织单位升级了，聚落群整体都成为了核心，如湖北京山

屈家岭，环濠之内的就是整个核心聚落群的三个聚落（图 2，1）；而且还导致核心也开始出

现了分级。核心聚落群的核心聚落就是一级核心，核心聚落群的其它聚落成员就是二级核心，

如湖北天门石家河（图 2，2）、山东日照尧王城（图 2，3）。此外，各级核心的待遇也互不

相同，其中一级核心就住在小城里，二级核心就住在大城里。 

第四，聚落之间、聚落群之间的等级地位分化不仅明显，而且层次更多。 

    距今 8千年以前，由于社会基本上是一个自然、独立、平等的血缘社会，聚落群即部落

 
8 梁中合：《日照尧王城遗址的新发现、新收获与新认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 

通讯》，2016 年，第 30 期。 
9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安徽队：《皖北大汶口文化晚期聚落遗址群的初步考察》，北京：《考古》，1996 年

第 9 期。  
10裴安平：《中国的家庭、私有制、文明、国家和城市起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年，第 592  
-60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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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当时生产生活的实体组织，自然的长辈就是部落的领导，一切都听长辈的；所以当时的

聚落群和聚落群团内部都不见各组织成员的地位高低分化，也不见核心和随从。 

距今 8千年开始，随着文明的起源，聚落群首先开始一体化。在实力的基础上，部落内

各成员出现了明显的地位等级二级分化，一级是核心，另一级是随从。 

距今 5千年左右，随着一体化聚落群团的出现，社会一体化和社会组织的等级分化都同

时上升到了历史的新高度。一方面，聚落群整体历史性地成为了核心的组织单位；另一方面，

非核心成员也出现了明显的等级地位分化，从而标志社会结构的“金字塔型”已现雏形。其

中，湖北天门石家河就是可见三级的代表（图 2，2），山东日照尧王城就是可见四级的代表

（图 2，3）。 

    第五，历史上首次用内外城的形式来标志一、二级核心地位的不同。 

    距今 8—6 千年期间，随着聚落群一体化的不断深入，标志实力与地位的聚落遗址的结

构形式也在不断更新。其中，距今 8—6.5千年，核心的典型代表是长年无积水的环壕聚落，

河南新郑唐户裴李岗文化遗址即是 11；距今 6.5千年，核心的典型代表新出现了常年有积水

的环濠聚落，湖南澧县城头山汤家岗文化遗址即是 12；距今 6 千年，核心聚落的典型代表

新出现了拥有濠沟加城墙双重防御设施的城址，湖南澧县城头山大溪文化城址即是 13。但

是，由于当时一体化的组织全部都是聚落群一级的，所以一方面核心就只有一级；另一方面，

所有的核心都是单聚落遗址；再一方面，所有的城址都只有一圈城墙与壕（濠）沟。 

距今 5—4.5 千年，随着一体化聚落群团的出现，聚落社会以实力为基础的等级地位分

化日趋明显和细化，聚落组织的核心成为了社会等级地位分化的重点。一方面，核心由以往

的单聚落升级成为了聚落群，因而出现了一批多聚落的大型核心遗址和城址，湖北京山屈家

岭就是环濠以内住着核心聚落群的大型遗址的代表（图 2，1），湖北天门石家河就是城内住

着核心聚落群的大型城址的代表（图 2，2）。另一方面，为了突出核心聚落群内部不同聚落

的不同地位，又出现了内外城的双城城址，核心聚落群的核心，也就是聚落群团的一级核心

就住在小城即内城里，核心聚落群的其它成员，也就是聚落群团的二级核心就住在大城即外

城里，山东日照尧王城即如此（图 2，3）。 

第六、聚落遗址、城址内涵日趋复杂、多样、大型、高档化。 

由于一体化聚落群团的崛起，核心聚落群的出现，从而使个别遗址、聚落与壕（濠）沟、

城址的内涵日趋复杂化、多样化、大型化、高档化。 

    一方面，距今 5 千年以前，所有的城址规模都不超过 20 万平方米，因为都是单聚落城

址。距今 5—4.5 千年，由于核心聚落群的需要，又由于住进去的聚落越来越多，所以城址

出现了大型化的趋势，20—100万平方米的城址比比皆是。 

另一方面，距今 5 千年以前，所有的城址与核心聚落都属于聚落群一级，虽然一体化了，

但实力仍然有限；因此，所有城址与核心聚落内部都少有高档的建筑和物品。距今 5—4.5

千年，由于有的城址与核心已开始属于一体化的聚落群团，能够汇聚的实力，即人力、物力

远超以往，因而不仅城址与核心所在遗址营建规模扩大了，结构复杂了；而且城址与核心所

在遗址的内含即建筑与物品也日渐高档化。湖北天门石家河大城内邓家湾遗址的祭祀遗迹
14就是建筑高档化的代表，而京山屈家岭遗址中发现的大量彩陶纺轮，以及薄如蛋壳的蛋壳

彩陶 15 就是物品高档化的代表。尤其令人人注目的是安徽含山凌家滩，更是当时核心聚落

遗址内遗迹与物品都同时高档化的突出代表（图 3，2、3）16。 

 

 

 
11 张松林：《郑州市聚落考古的实践与思考》，《中国聚落考古的理论与实践》，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年，第 199 页。  
12 郭伟民：《澧县城头山考古发现史前城墙与城濠》，北京：《中国文物报》，2002 年 2 月 22 日，第 1 版。 
13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县城头山》，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 年，第 84-163 页。 
14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天门石家河考古报告之二：邓家湾》，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 年，第 28、  

46、138 页。 
15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京山屈家岭》，北京：科学出版社，1965 年，第 34、57 页。 
16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凌家滩--田野考古发掘报告之一》，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 年，第 29、  

46、1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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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史前一体化“聚落群团”崛起的历史意义 

就人类社会的发展而言，史前一体化聚落群团的崛起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历史意义。 

（一）标志人类历史上第一代政治组织的诞生，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组织方式    

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一种社会品质”17，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也是人类社

会组织方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不断进步与变革。 

历史的发展还表明，社会的一体化就是文明起源的关键和主要内容，而一体化进步与变

化的关键又在于社会组织方式与规模的不断进步与扩大。其中，第一代政治组织的诞生既是

社会组织方式的根本性变革与规模的大型化，也是血缘社会血缘组织过渡转变为地缘社会地

缘组织之间的关键环节与阶段。 

所谓政治组织，就是为了共同的利益和追求，在实力的基础上形成的具有集中统一领导

和管理特征的组织。考古表明，史前一体化的聚落群团就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第一代政治组

织。 

新石器时代中期及以前，人类社会就是自然的血缘社会，所有的社会组织都是基于自然

血缘关系的血缘组织。其中，拥有直系血缘关系的部落就是生产生活的实体，不仅规模很小，

各成员之间的关系也都独立平等，管理也都是“长辈说了算”。 

    距今约 8千年，文明起源了，文明带给社会最大的也是最重要的变化就是社会组织方式

的变化，就是社会组织的一体化。但是，早期一体化的聚落群还不是政治组织，而只有距今

5千年左右诞生的一体化聚落群团才是。 

有四个方面的理由。 

第一， 一体化聚落群团是历史上第一个因为“整合”而产生的社会组织。 

由于人口的增长与生产能力不足的局限，距今 5千年以前，就像美洲印第安人一样，社

会“最突出的特色就是有着大量独立的部落”，而且还是“由于自然的分裂过程造成的”18。 

但是，与以往不同，一体化聚落群团的诞生不是因为“分裂”而是历史上第一个因为“整

合”而形成的社会组织，是将以往“分裂”出去的部落又重新聚集组织成为的一种新型组织。 

第二，一体化聚落群团是历史上第一个永久性跨部落的大型实体组织。 

新石器时代中期及以前，虽然当时也存在基于血缘的聚落群团即部落联盟，但都是临时

的，都不是人们赖以生存的生产生活的实体组织，且“常因暂时的紧急需要而结成，随着这

一需要的消失即告解散”19。因此，一体化聚落群团的出现就意味着一种全新的人类组织诞

生了。诚如恩格斯所言：美洲印第安人“在个别地方，最初本是亲属部落的一些部落从分散

状态中又重新团结为永久的联盟”20。这种联盟整体与以往最大的区别，也是以往从来不见

的特点，一是跨部落，二是大型化，三是永久性，四是新型的生产资料群团所有的生产生活

实体。 

第三，一体化聚落群团是历史上第一个主要以实力为基础的聚落组织。 

距今约 8千年，实力的作用已在一体化聚落群中得到了明显的体现。但是，它的所有组

织成员还是原来自然部落即聚落群的成员，因而它们的组织性质依然还是自然的血缘组织。

但是，距今 5千年前后，随着人地关系的进一步紧张与扩大，以往自然独立的血缘纽带和血

缘组织已无力应对。于是，为了捍卫共同的利益就必须整合起来组成新型一体化的实体组织。

然而，又有谁有资格来主导这种组织的一体化呢？显然，新的历史背景和需求选择了实力，

因为只有实力对内才能使其他成员服从他的领导并拧成一股绳，对外才能率领众人生死与共

为利益而奋勇拼搏。虽然一体化聚落群团各成员之间还有一定的血缘关系，但实力已历史性

 
17 恩格斯：《英国现状•十八世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年，第 666 页。 
18 摩尔根：《古代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年，第 101 页。 
19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年，  
第 89 页。 

20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年，  
第 8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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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高于血缘纽带成为了聚落组织最重要的新型组织纽带，那些核心聚落和聚落群所拥的深壕

（濠）与高墙就正是这种实力的最好体现。 

第四，在一体化聚落群团内部原部落即聚落群的独立性都已放弃和基本丧失。 

由于以往的部落即聚落群一直是人类社会最主要的独立、平等、各自为政的生产生活实

体，所以“绝大多数的美洲印第安人，都没有超过联合为部落的阶段”21，部落“有自己的

地区和自己的名称。每一部落除自己实际居住的地方以外，还占有广大的地区供打猎和捕鱼

之用。在这个地区之外，还有一块广阔的中立地带，——直延伸到邻近部落的地区边上”22。

但是，为了在激烈的矛盾与冲突中捍卫自己的利益，以往的聚落群开始整合成为了永久性一

体化的部落联盟即聚落群团。为此，以往聚落群所拥有的生产资料，以及独立与平等关系也

都大部放弃和丧失。湖北京山屈家岭、天门石家河、山东日照尧王城、安徽蒙城尉迟寺，那

些普通的从属聚落和聚落群之所以都近距离、超近距离、零距离抱团相聚在核心的周围，就

是它们舍小家组大家的最好证明。 

应该指出的是，一体化聚落群团以上不同以往的时代特点，也正是人类社会组织方式发

生了重大变化的反映和象征。 

（二）推动了血缘社会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及早期“城乡”的社会分工，改

变了人类社会的生活方式 

长期以来，学术界就认为人类社会之所有会出现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工，一方面与

社会的生产力水平有关，与“剩余劳动”、“剩余产品”有关，因为没有生产力的发展就没有

“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而没有“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就不可能有专门从事脑

力劳动的人分离出来；另一方面就是与阶级和阶级压迫有关，“从事单纯体力劳动的群众同

管理劳动、经营商业和掌管国事以及后来从事艺术和科学的少数特权分子之间的大分工。这

种分工的最简单的完全自发的形式，正是奴隶制” 23。 

对此，中国的史前考古表明，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的确与生产力的发展有关，与

农业的“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有关。不过，这里的“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全部

都只属于特定的血缘组织，而不是泛泛的地缘社会；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也是血缘组

织内部的分工，而不是泛泛的地缘社会的分工。 

与此同时，中国的史前考古还表明，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完全与阶级和阶级压迫

毫无关系，而是文明起源与社会文明化的结果，是血缘组织利益一体化，跨部落政治组织的

出现及其内部管理机制变革的结果。 

    对此，湖北天门石家河屈家岭文化聚落群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由于当时整个群团的规模较大，又由于核心聚落所具有的实力和权利，所以当地核心聚

落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整个聚落群团的集中统一领导和管理。其中，谭家岭遗址所在内 24 不

仅是核心聚落的所在地，而且也是政治中心，是从事脑力劳动的中心，是中国史前“城乡”

最早分工开端的标志。 

    虽然当时城内城外的聚落都属于同一个拥有血缘关系的组织，也没有一个具有地缘社会

“城”与“乡”的意义，也没有出现分别以手工业或农业为生产重点的地缘化产业分工。但

是，在一体化的聚落群团内部，核心聚落的地位与分工，则确实导致了最早的脑力劳动与体

力劳动的分工，也由此启动了中国最早的基于血缘社会的“城乡分工”。 

    显然，这种一体化的组织模式与城乡分工也同步改变了以往只关注聚落群，只服从聚落

群，只为聚落群尽力，只在聚落群内“族外婚”，只在聚落群内交往的传统生活方式。 

（三）血缘组织内部分工的拓展，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 

 
21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年，  
第 89 页。 

22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年，  
第 87 页。  

23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年版，第 221 页。 
24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苗与南土》，武汉：江汉考古编辑部，2016 年版，第 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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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社会分工就发生在距今 8000 前后，随着人与人等级地位的分化，以

及标志等级地位的“奢侈品”的出现，专门生产“奢侈品”的特殊手工业也出现了。从此，

聚落群内部就出现了特殊手工业与普通手工业的分工，出现了农业与特殊手工业的分工，兴

隆洼文化玉器的出现就是典型标志。对此，苏秉琦先生曾说过：“没有社会分工生产不出玉

器，没有社会分化也不需要礼制性的玉器”25。 

距今 5000—4500 年，随着一体化聚落群团的出现第二次社会分工又发生了，也同步将

以往小集体的生产方式改变成了大集体的生产方式，并有三大亮点。 

第一，生产资料聚落群团大集体所有。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变化。考古发现，一体化的聚落群团之所以能够实行近距离、超近距

离，或零距离抱团相聚的组织模式，并实行全团的统一领导和管理，关键就在于所有各聚落

群成员都放弃和丧失了以往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独立平等的社会地位，从而为新的生产资料

大集体所有制，为一体化聚落群团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代跨部落永久性生产生活实体组织奠定

了政治与经济基础。 

第二，分工的范围扩大了，并历史性地越过了部落的局限。 

距今 8千年左右，血缘组织内部的分工之所以都局限于部落与聚落群内部，因为当时部

落联盟都是临时性的，只有部落与聚落群才是生产生活的实体组织。但距今 5千年左右，随

着人类社会组织以及生产资料所有者的大型化一体化，以及部落和聚落群独立性的放弃和丧

失，分工自然就出现在了新型的生产生活实体组织之中。这一变化虽然悄无声息，但却是历

史性的，并由此揭开了参与社会分工的范围随社会组织的扩大而越来越大的历史序幕。 

第三，分工更全更细。 

分工更全更细实际就是分工的门类与分工的内容和层次越来越多。 

以湖北天门石家河为例。 

农业内部的分工： 

由于当时整个聚落群团相聚的区域总共仅约 6 平方公里，平均每一个聚落最多只占有

30 万平方米，仅相当现代 439 亩。因此，在土地如此稀少的前提下要养活聚落群团所有的

人就必须向外拓展。为此，不同聚落的耕作区域，面积大小，水资源的协调与利用，收获的

集中与分配等等，都必须要分工与合作。 

手工业内部的分工： 

位于大城西北属于核心聚落群成员的邓家湾遗址就曾发现过几处屈家岭文化时期用大

陶缸状筒形器与塔形筒形器相套排列的祭祀遗迹。其中，有的陶缸上还有刻划符号 26。这

就说明那些大陶缸和塔形陶器的生产完全可能是陶器制作出现分工的结果，说明有的陶器制

作已经不再属于为普通聚落成员服务的普通手工业，而是进入了专门为祭祀，为贵族与贵族

政治服务的特殊手工业的行列。 

 

（四）出现了与第一代政治中心相适应的物质遗存 
 
    随着一体化聚落群团的出现，史前社会也出现了历史上第一代政治中心。特别值得注意

的是，伴随着第一代政治中心的出现，聚落社会还历史性的第一次出现了与政治中心相适应

的物质遗存。又由于跨部落的一体化，可以汇聚的各种资源与人力、物力都达到了一个新的

高度，从而为这类物质遗存的出现提供了可能。 

    考古发现，这类遗存主要包括了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出现了大型遗址和城址，以及内外配套的双城城址。 

从距今 5千年左右开始，中国史前的遗址和城址之所以都出现了大型化的趋势，并同时

出现了内外配套的双城城址。实际上，这种变化的关键就在于聚落组织核心的等级和规模都

升级了，由以往的单聚落升级为聚落群，由以往只有一级核心变成了二级核心，所以遗址、

城址的规模与结构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湖北京山屈家岭 70万平方米的环濠遗址（图 2，1）

就是大型遗址出现的代表；湖北天门石家河 120 万平方米的城址（图 2，2）就是城址规模

大型化并出现内外双城城址的代表。 

 
25 苏秉琦：《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北京：《考古》，1991 年，第 12 期。  
26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邓家湾》，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 年，第 28-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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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出现了大型的宫殿和礼仪基址。 

为了突出核心的地位，突出政治中心的地位与作用，突出跨部落统一领导和管理的合理

性，史前遗址里面除了第一次出现了大型宫殿以外，还第一次出现了大型祭坛及礼仪基址。 

对此，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就是代表（图 3，1），该遗址属仰韶文化中晚期，最早年

代 5千年左右 27。 

遗址除了发现了三重大型环壕，显示是一个多聚落及一个聚落群居住的遗址以外，还发

现了可能系宫殿所在的采用版筑法夯筑而成的大型连片遗迹，以及三处规模不等的夯土祭祀

台遗迹（图 3，1）。 

第三，出现了贵族、礼器与贵族大墓 

所谓“贵族”就是脱离了普通生产生活劳动并握有一定权利和财富的人员。所谓“礼器”

就是可以标志贵族之间相互地位和财富差距的物品。 

距今 5千年左右的安徽凌家滩遗址就是这方面变化的代表，并同步发现了大规模的礼仪

建筑祭坛、贵族、礼器和贵族大墓 28。 

祭坛，面积约 1200 平方米，高约 1 米，位于整个遗址地势的最高处，充分显示了这个

建筑至高无上的地位。 

贵族大墓，不仅距离祭坛最近，而且墓坑也大，随葬物既高档、精美，又充满了宗教的

神秘。其中，87M4与 87M15就是这方面的突出代表。 

 

 

 

 

 

 

 

 

 

 

 

 

 

 

 

 

 
87M4，墓中共随葬玉器 103件（组）（图 3，2）；87M15，共随葬玉器 94件（组）（图 3，

3）。根据玉器的种类与数量，发掘者认为：“87M4主要随葬的是代表神器的玉龟、玉版、三

角形饰、玉勺等和代表兵权的器物玉钺、玉斧，这表明 87M4 墓主人神权和兵权两种职能集

于一身”。“87M15 随葬玉璜 30 件，是中国新石器时代墓葬中随葬玉璜数量最多、玉质和形

状最丰富的墓葬，玉璜象征身份、地位、象征统帅的王权。同时组合器物有玉管 49 件，玉

管与玉璜相配，相得益彰，显示豪华，再加 3件冠饰，突出至高无上的统帅地位，玉冠饰的

出现首次展示中国王权象征的风采。标志人文礼仪制度的诞生，象征以人为本的礼仪等级的

出现”。 

这说明，当时的聚落社会已经出现了史前第一批“贵族”，而且还已经完全脱离了各种

具体的生产活动而专门从事“脑力劳动”。在他们的墓里，一是奢侈品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其

它普通种类的器物，如普通的陶器普通的石器；二是虽然也有普通的生产工具，但这些工具

并没有使用痕迹，并不是真正的实用器，而仅是表现了领导对普通劳动的重视，是一种象征

 
27 苏湲：《发现河洛古国》，广州：《南方周末》，2020 年 6 月 4 日，《文化观察》版；王丁等：《“河

洛古国”掀起盖头，黄帝时代的都邑找到了？》，北京：《新华每日电讯》，2020 年 5 月 8 日，第 9 版。  
28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凌家滩--田野考古发掘报告之一》，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 年，第 29、  

46、138 页。 

 

图 3：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1）、安徽含山凌家滩 87M4、87M15（2）平面图 
（1 引自《新华每日电讯》：《“河洛古国”掀起盖头，黄帝时代的都邑找到了？》；2、3引自安

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凌家滩—田野考古发掘报告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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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三、有关问题的讨论 
 

  这里将讨论与史前一体化聚落群团崛起和认识有关的三个问题。 

（一）中国史前不存在“区域聚落形态”与“酋邦” 

20 世纪以来西方欧美的考古学经历了二个特点非常鲜明的阶段。二次大战以前，流行

马克思主义，并出现了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考古学家，澳裔英籍戈登▪柴尔德就是代表。但是，

二次大战以后，这类风气与学者至今根本不见。究其原因，关键就因为当时崛起了一大批社

会主义国家，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非常紧张，于是就要与马克思主义划清界限，人类学、考

古学就要划清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和国家起源理论的界限。从此，西方人类学、考古

学就自觉不自觉地走上了一条架空或另筑史前社会形态之路。 

    受这一变化影响最大的就是美国的路易斯•亨利•摩尔根。由于他的《古代社会》受到了

马克思、恩格斯的重视，并成为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与国家起源理论的重要基础；所以他，

虽然并不认识也没有受马克思、恩格斯的影响，但他在书中关于人类早期血缘社会形态与组

织、组织形态的研究成果却受到了普遍的质疑并被束之高阁。为什么同为美国人的戈登•威

利关于秘鲁维鲁河谷史前聚落形态的研究，以及此后兴起并流行于西方的“区域聚落形态”

都竭力回避氏族、部落、部落联盟等人类早期血缘组织的名称与概念，甚至不惜用现代地缘

社会学的思想、概念和名称来研究史前社会，将古人从来没有见过的“社区”和“社群”等

组织形态都套在古人头上，还用以描述历史？显然，这样做的结果不仅全盘否定了马克思主

义与摩尔根有关研究的合理性，还以假乱真，彻底改变了历史的原貌。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区域聚落形态”理论不仅被中国考古学

毫无顾忌的引进成为了“文明探源”的主要理论方法，还完全本土中国化了，一是区域内哪

个规模面积大还特别有内涵哪个就是王，二是“重点地区”出现了“中心聚落”与“卫星聚

落”。 

2006 年，王巍先生在《聚落形态研究与中华文明探源》29 一文中指出：史前“重点地

区的中心聚落（包括古代都城）。它往往是当时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最能反

映当时社会各方面的状况。对中心聚落（包括夏商周时期的都城）的研究，理所当然地成为

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重点”，“出于为中心聚落中的显贵们服务的需要……卫星聚落

一般都位于中心聚落的周围……”。  

    然而，王巍先生并没有说清楚什么是“重点地区”，衡量重点地区的标准是什么？也没

有说清楚“中心聚落”是血缘社会的，还是地缘社会的？是血缘或地缘社会中哪一级的？更

没有说清楚“中心聚落”与“重点地区”，与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关系？为什么无论血

缘和地缘的“中心聚落”都是“重点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历史原因？ 

    显然，这是根本不考虑史前血缘社会复原问题而一味用地缘社会才有的“区域”观念和

思想来理解古人和历史的研究方法与思路，也是目前中国聚落考古和文明探源工程最失真的

方法与思路，只要是大遗址，只要是里面有大型宫殿、祭坛、大墓、礼器等“内涵”，就是

“重点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就是区域的“王”，就与“古国”有关。至于这

些“中心聚落”如何与复原史前社会联系起来根本无人问津。 

实际上，中国的史前考古表明 30，史前就是血缘社会，要研究这一段历史，关键是要

以人为本先复原历史，然后才可以研究历史。否则，永远也不可能合理科学地认识和理解遗

存与历史的关系。 

    “酋邦”理论也是二次大战以后兴起的关于史前社会与国家起源的重要理论。有三个要

点：一是认为人类社会经历了游群、部落、酋邦、国家四个连续发展的阶段；二是认为酋邦

是史前社会与国家之间过渡阶段的社会组织；三是酋邦主要是地缘化的组织。 

 
29 王巍：《聚落形态研究与中华文明探源》，北京：《文物》，2006 年，第 5 期。  
30 裴安平：《中国史前聚落群聚形态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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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中国的旧石器时代考古早已证明,从旧石器早期开始，在史前人类的居住遗址之

间就存在一种明显按血缘关系近距离相聚的群聚现象（图 1），这种现象就说明，人类从来

就没有出现过以孤独的“游群”或“游团”为主要社会组织的历史阶段。 

又由于自有人类以来，一直到史前晚期距今约 5千年，部落一直都是人类社会最主要的

生产生活的实体组织与组织单位。因此，在人类的历史上也就根本不存在一个位于“游群”

之后才出现的“部落”时代。 

距今 8—5 千年期间，为了应对人地关系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日趋紧张，文明起源了，

以往独立分散的血缘组织也踏上了以实力为基础整合一体化的不归路，并先后出现了早晚拥

有继承与发展关系的一体化聚落群和聚落群团。然而，却没有一种是史前社会与国家之间的

唯一过渡阶段，也没有一种与“酋邦”相似，更没有一种是地缘化的组织。 

    距今 4.5千年以后，中国就出现了古国，因此“酋邦”也不可能在一体化聚落群团的后

面成为史前与国家出现之间的过渡形态和过渡阶段。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文献中也从来没有出现过称为“酋邦”的组织。 

显然，当代西方流行的“区域聚落形态”与“酋邦”理论，既不不先进，也与中国的历

史完全不符 31。 

（二）中国史前不存在“多元一体”结构 

1997 年，苏秉琦先生正式就中国的文明起源提出了“满天星斗”的理论与学说 32，其

基本的要义就是，中国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各地都对中国文明的起源有自己平等独立

和独特的贡献。 

苏先生的理论虽然并没有将文明与国家的起源区别开来，但是他的思想还是实实在在地

科学地揭示和概括了中国文明起源的一个基本特点，为中国文明起源的深入研究与探讨提供

了一种理论与方法，提供了一种新的思想与视角。 

    中国地域辽阔，地形地貌气候环境多样特点突出，各地水文、土壤和植被的差异也极大，

这不仅造就了各地考古学文化的多样性，实际也促使文明起源各地自有不尽相同的特点。如

长江流域起源的农业基础就是稻作，黄河流域就是粟作，北方长城地带就是黍作。 

    不过，也有一些学者和专家在强调文明起源“多元”的时候，还特别重视“一体”的问

题，认为中国历史的“中原中心”现象早就出现了。对此，还有一些专家从自然地理位置的

中心性，中原文化的吸引力，以及中国史前各地文化的向心性结构等方面，论证了中国考古

学文化与文明起源“多元一体”的形成原因和特征 33。 

    不过，历史与考古的发现共同表明，相似的自然地理条件与经济只能造就相似的文化，

但造就不出地区性的文化“中心”，更造就不出发展“中心”和政治“中心”。此外，具有某

种人类共同体性质的以中原为中心的“多元一体”现象，虽然曾经发生过，但既不是自古就

有，也不是一直都有 34。 

    第一，考古学文化是物质文化，既不会说话也不会运动，一个地区与另一个地区的文化

关系都是人类有关活动的结果。因此，在拥有考古学文化的人与组织没有要实现“多元一体”

愿望与追求之前，社会永远也不会形成“多元一体”的现象与文化结构。 

第二，史前社会是血缘社会，社会组织的基本特点就是独立平等，没有文明的起源和国

家的诞生，永远也不可能消除人与人之间的血缘与民族隔阂，并形成具有某种人类共同体性

质的“中原中心”的“多元一体”现象。 

    此外，考古发现还证明，虽然中原的地理位置有利于它成为中心，但它却从未成为过中

国史前社会发展的中心，不仅史前最早的农业不在中原，最早的彩陶不在中原，最早的城址

不在中原，最大的城址不在中原，而且最有“内含”的城址也不在中原。此外，距今 5000

 
31裴安平：《中国考古与酋邦》，《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建所三十周年纪念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6 年，第 70 页。  
32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年，第 85-106 页。 
33严文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北京：《文物》，1987 年，第 3 期；赵辉：《以中原

为中心的历史趋势的形成》，北京：《文物》，2000 年，第 1 期。 
34本书•二：《中原成为中国古代发展中心的原因--质疑王巍先生中国史前的“多元一体”覌》，第 115-1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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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00 年，中原还遭到了外地人的大肆入侵。其中，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由南向北；

山东地区的大汶口文化，由东向西，几乎占据了整个河南的 2/335。这充分说明自然地理位

置的中心性并不是使人服从并共建“多元一体”历史中心的原因。 

第三，中国的历史早就表明，具有某种人类共同体性质的“中原中心”现象是从夏商周

以后才开始逐渐形成的，因为当时中原崛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代实体民族以及第一代实体民

族国家，从而导致中原成为实力最强的地方，导致中原成为征伐各地引发区域和民族矛盾的

地方，也导致中原成为各地争夺的地方。但是，战国七雄多数都在中原以外，而且最后一统

天下的是西部的秦国。显然，这又说明秦汉以前中国的历史发展也不存在持续不断地以中原

为中心的特殊现象。 

    第四，元明清的历史更明确地告诉人们，具有某种人类共同体性质的“中原中心”现象

只是中国历史中的一个片段。一方面，秦汉以前没有定型；另一方面，元明清以后，无论政

治与经济中心，都出现了东移北移的现象。 

    正因此，不能放大了“中原中心”现象的历史意义，也不能将以中原为中心的一段“多

元一体”现象视为中国历史经久不衰的演变规律。      

    事实证明，距今 4500年以前，长江中游地区一直是中国史前社会晚期发展的领跑者。 

    距今 6000—5000 年期间，中国史前第一座古城就崛起在长江中游湘西北澧阳平原的城

头山上，而且具体的年代还远远早于中原地区。此后，相继崛起的城址还共同表明长江中游

地区是全国早期古城最多的地区，占了当时全国史前城址数量的 3/4。 

    距今 5000—4500 年期间，长江中游地区又崛起并拥有了长江黄河流域各地数量最多的

古城，以及作为一体化聚落群团核心的古城。与此同时，黄河中游一座类似的新城都没有。 

    在规模上，长江中游地区 14 座古城共有面积 488.8 万平方米，平均每一座拥有 34.91

万平方米。与此同时，长江中游还拥有全国数量最多的一体化聚落群团，最多的核心聚落群

全体成员都住在一起的城址 36。 

    显然，以一体化聚落群团及其核心城址的崛起为代表，充分说明社会的一体化以及“多

元一体”现象的出现就是社会的文明化及其过程的结果，而长江中游地区才是那一段文明化

历史与过程真正的旗手和领跑者。 

 

（三）“河洛古国”值得商榷 

 
在专家们的支持下 37，河南巩义双槐树仰韶文化遗址不仅成为了“河洛古国”所在地，

还因此入选了 2020年度国内十大考古新发现 38。 

为什么要将双槐树遗址命名为“河洛古国”所在地呢？主要理由有三点。 

第一，面积大。 

是仰韶文化时期从郑州到洛阳这一广大地区面积规模最大的“巨型”聚落遗址，达 117 

万平方米。 

    第二，特别有内涵。 

遗址发现了仰韶文化中晚阶段三重大型环壕、封闭式排状布局的大型中心居址、采用版

筑法夯筑而成的大型连片块状夯土遗迹、三处经过严格规划的大型公共墓地、三处夯土祭祀

台遗迹等（图 3，1）。 

第三，是区域性的中心。 

这是一处经过精心选址和科学规划的都邑性聚落遗址，周边洛阳地区的苏羊、土门，郑

州地区的青台、汪沟、西山、点军台、大河村等仰韶文化遗址和城址都对双槐树形成拱卫之

势(图 4,1)39。 

 
35 孙广清：《河南境内的大汶口文化和屈家岭文化》，郑州：《中原文物》，2000 年，第 2 期。 
36 裴安平：《中国史前聚落群聚形态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4 年，第 420-430 页。  
37 苏湲：《发现河洛古国》，广州:《南方周末》，2020 年 6 月 4 日，《文化观察》版。 
38 秦华等：《巩义双槐树遗址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郑州：《郑州日报》，2021 年 4 月 14 日，  
第 2 版。 

39 王丁等：《“河洛古国”掀起盖头，黄帝时代的都邑找到了？》，北京：《新华每日电讯》，2020 年 5 

月 8 日，第 9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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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双槐树遗址的意义，一方面实证了距今 5000 年前后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黄金阶段，

河洛地区是当时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文明中心；另一方面，以双槐树遗址为中心的仰韶文

化中晚期文明，不仅是黄河文明之根，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还是黄帝时代的都邑所在，凸

显了它在中华文明的中心地位和仰韶文化中晚期黄河流域的政治文明核心地位。 

    然而，聚落群聚形态的研究却表明，“河洛古国”是现代中国考古学研究假大空的典型

代表，是现代中国史前考古一方面发现精彩不断，可另一方面却研究的泡沫连天飞的惠外秀

中的典型代表。 

根据已有的调查资料，巩义双槐树遗址所在仅仅只是一个一体化永久性的聚落群团。 

由图4（2）可见，该群团至少有10个聚落遗址，3个聚落群。其中，双槐树所在就是核

心聚落群所在的遗址。根据遗址平面图可知，遗址内共有三处墓地，各自不仅独立性明显，

而且面积巨大。其中，“墓葬一区”、“墓葬三区”面积都在1万平方米以上。由于史前血缘社

会既有聚族而居的传统，也有聚族而葬的传统，所以这些墓区同时同规模的独立存在，很可

能就是核心聚落群内不同氏族的墓地。“墓葬三区”，不仅位于遗址中心部位，而且还有重要

墓葬，并距离大型建筑基址很近，所以应该就是聚落群内核心聚落的墓地。 

类似双槐树这样的遗址在国内已发现很多，仅长江中游距今 5—4.5 千年期间的屈家岭

文化就不少于 4 例 40，其中京山屈家岭、天门石家河可称代表。发掘还表明，它们与双槐

树完全是同一性质的遗址，都是核心聚落群集体居住的多聚落遗址。 

    显然，上述遗址属性的相似性表明，双槐树遗址与其它遗址都处于相似的历史阶段，其

之所以会出现许多以前从未见过的遗迹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它成为了河洛古国，而是因为它

成为了永久性一体化部落联盟即永久性一体化聚落群团的核心。 

    值得注意的是，双槐树遗址的性质与规模虽然都升级了，成为了永久性一体化聚落群团

的核心，但它的实力仍然有限。 

    一方面，由图 4（1）可见，它所处地理位置完全是郑洛之间的丘陵山地，这对于以农业

为食物主要来源的人群而言，其经济的自然发展条件肯定不如郑州、洛阳等平原为主的地区。 

 

 
 
 
 
 
 
 
 
 
 
  
 
 
 
 
 
 
 
 
 
 
 
 
 

 
40 裴安平：《中国的家庭、私有制、文明、国家和城市起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年，第 610-617 页。 

 
图 4：郑洛地区地形地貌与仰韶文化遗址分布示意图 

（1 引自网络卫星地图，2 引自宋爱平《郑州地区史前至商周时期的聚落形态分析》；张松林《郑州市聚落考古的实践与思

考》；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陈星灿等《中国文明腹地的社会复杂化进程—伊洛河地区的聚落遗址

形态研究》；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洛阳盆地 2001-2003年考古调查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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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丘陵山地内的遗址数量较西部洛阳平原明显稀少。其中，洛阳平原，638 平

方公里，有仰韶文化聚落遗址 105 处；而丘陵山地，约 1000 平方公里，只有同期聚落遗址

77 处，分布密度还不及洛阳盆地的 1/2 倍。 

再一方面，与同期的洛阳盆地相比，双槐树所在组织整体都弱势明显。当时，洛阳盆地

最大的聚落群团就是 D群团（图 4，2，洛河以北，D），由 6个聚落群 20个聚落构成，遗址

总体规模面积 326.9 万平方米，无论个体数量还是总体规模都远远超过双槐树所在聚落群

团，整体实力也在双槐树聚落群团之上。 

显然，衡量双槐树遗址的实力绝不能因为个别遗址个体面积较大，还特别有内涵，就可

以称王称霸了，一定要实事求是地全面综合地评价双槐树遗址的实力及其性质。  

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专家们会将从东到西纵贯郑州与洛阳地区近 200公里，从嵩山北

麓到黄河之滨南北向近 40公里，总面积近 8000平方公里的范围都划归“河洛古国”管 41？

为什么将郑州地区的大河村、西山、点军台、汪沟、青台，洛阳地区的土门、苏羊等遗址（图

4,1）都视为“对双槐树形成拱卫之势”？ 

显然，除了不够严谨以外，受欧美“区域聚落形态”影响的结果明显，一方面将“大遗

址”周边所有比它面积小的遗址都视为它的统治对象视为一个“社群”；另一方面用面积的

大小来定级并确定各遗址之间的从属关系；再一方面就是用地缘社会的理念将一定地区内所

有的遗址都视同现代省、地、市、县一样的组织与政治结构。  

实际上，史前不仅是血缘社会，而且自有人类以来就有属于人类的血缘组织与群体。因

此，聚落群聚形态的研究不仅有助于血缘社会血缘组织物化形态的认识，有助于不同历史时

期人类生产生活实体组织的认识，更为人类走进历史,复原与研究血缘社会提供了不可或缺

的历史平台。 

 

结束语 
 

事实证明，史前一体化聚落群团的崛起意义十分重大，既是人类血缘社会与地缘社会之

间的转折点与过渡阶段，还同步改变了人类的组织方式、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理应成为史

前考古，重建中国史前史和文明探源的重点之一。否则，考古学永远也不理解遗址的规模与

内涵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高档的历史意义，永远也不理解遗址与城址不同阶段的特

点，永远也不理解血缘社会过渡为地缘社会的转折点在那里，永远也不理解文明起源的要点

与内涵在那里，永运也不理解国家起源的过程。 

今天，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已经处在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上，要么继续融入以“区域聚落形

态”为标志的欧美体系，并用地缘社会学的思想和观念继续浮夸和炫耀史前社会遗迹遗物的

历史特点与成就，要么以聚落群聚形态的研究为突破口，实事求是地重建中国史前史，重建

中国的血缘社会史。 

值得期待的是，新的时代正在呼唤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也正在呼唤聚

落群聚形态研究的新理论与新方法。也希望关于聚落群聚形态，特别是关于一体化聚落群团

崛起历史意义的认识与研究都能引起中国考古学界的应有重视。 

 

  

 

（裴安平写于 2021年 5月，发表于《问道：当代中国考古学现状的反思与前瞻》） 
 

 

 

 

 
41王丁等：《“河洛古国”掀起盖头，黄帝时代的都邑找到了？》，北京：《新华每日电讯》，2020 年 5 

月 8 日，第 9 版。 


